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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年限、邻里交流与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 

——基于江西省的数据验证 

谢贤鑫 陈美球
1
 

(江西农业大学 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研究中心/ 

江西省鄱阳湖流域农业资源与生态重点实验室，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基于江西省 11 市 47县(区)1488 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 Tobit 模型实证分析了务农年限、邻里

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以期为提升我国耕地生态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品质提供参考。结果表

明:(1)有 43.40%的样本农户对生态耕种持有积极的采纳态度,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2)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

种采纳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邻里交流,包括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均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起着显著的积极作

用。(3)邻里交流的完善能够缓解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不利影响,不同维度邻里交流的调节作用存在差

异,仅有交流程度变量的调节作用显著。(4)文化水平、生计类型、劳动力比重、地形条件、宣传力度和参与培训与

否等变量也是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重要因素。为激励农户的生态耕种行为,要在创新生态耕种培训与宣传推

广方式、搭建邻里交流平台和构建生态耕种长效示范机制等方面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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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与青壮年劳动力的规模化转移,我国农村劳动力结构性失衡与老龄化等问题愈加突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

在一定程度体现了这部分劳动力拥有更长的务农年限,年龄越大的劳动力更倾向坚持务农生计
[1]
。务农年限反映的是从事农业生

产所投入的年数,对农业活动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研究表明,务农年限越长,农村劳动力种粮意愿越强烈,但土地流转意愿更弱
[2,3]。生态耕种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凡是遵循生态系统基本原理、避免人为的对耕地系统不可逆的干扰,以利于改善农业生态

环境的农业生产行为都可称作生态耕种。生态耕种作为提升耕地保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品质的重要生产行为,其受农户务农

年限的影响也应引起足够重视。但根据人力资本存量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年龄增长,人力资本存量呈现先增后降,直至耗尽为止的

规律[4]。这意味着,年龄的增长与务农年限的增加,不可避免的弱化了农业人力资本,有可能阻碍生态耕种的采纳,进而对我国耕地

生态保护形势带来潜在威胁。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影响生态耕种相关行为的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 3个方面:(1)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包括受访者

年龄、农业经验和社会参与能力[5],性别与务农年限[6],受教育水平[7],兴趣爱好[8],对技术的接受能力等[9]。(2)自然资源条件。有

实验表明,规模化经营、干旱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易蚀性都能增加保护性耕作的采用[10,11],但土壤肥力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农户对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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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的施用[12],甚至作物品种也会影响农户的农业生产管理决策[13]。(3)社会经济环境。比如学术机构与非政府组织机构,通过与农

户的交流促进农业生态教育的传播[14],种植预期收益与成本是决定农户采用保护农业的重要决定因素,相比村庄而言,区域一级

的市场条件、利益主体的关系对农户采用保护农业的影响更为重要
[15]
,耕种信息可获得性、社会组织参与、技术援助等对农民采

用保护性农业行为也有显著影响[16,17]。四是政策制度安排。如政策补贴能使农民长期轮作的积极性更高[18],农业培训能显著提高

农户采纳农业技术的效率[19],举办农民田间学校也是有效减少剧毒农药使用的重要教育途径[20]。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指出,长期务

农会对粮食增产起负向作用,但可通过科技进步、土地与化肥的贡献以及经济发展,从而缓解长期务农对粮食生产所带来的负面

影响[21],这就意味着一些外在条件可能改善长期务农的人力资本约束,进而改变生态耕种的采纳决策。 

中国农村乡土社会是熟人之间的社会,人们通过不断重叠、蛛网式的社会关系网络影响到其他人[22]。农村社会网络按其性质

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基础上的同质性社会网络,另一类是建立在业缘关系基础上的异质性社会网

络[23]。而邻里交流作为同质性社会网络的重要表现,不仅是农户间常见的沟通方式之一,也是影响农户行为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有学者重点关注了邻里交流对农户耕种行为的影响。比如邻里之间的日常交流是农户获取农药施用技术信息的重要渠道[24],相邻

农户交流对转基因作物种植意愿具有明显的正效应[25]。那么,邻里交流对长期务农负面影响的调节作用到底是否显著?不同维度

下邻里交流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将会为生态耕种推行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对提升耕地保

护成效和保障农作物质量品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已有文献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尝试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完善:(1)以往研究多将被解释变量作为虚拟变量引入,

未能从多维度衡量生态耕种采纳度;(2)现有文献很少关注邻里交流对长期务农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调节作用;(3)以往研究尚

未关注邻里交流调节作用的异质性,不同维度邻里交流的调节作用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以我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大省,也是

我国 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的江西省为例,通过专题调研,首先从收益预期、推广意愿、宣传程度和培训情况 4个维度衡量农户的

生态耕种采纳度,其次采用 Tobit 模型分析务农年限、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并探讨邻里交流是否具有调节作

用,进一步从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两个维度考察邻里交流调节作用的差异性,最后就提升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

建议。 

1 理论分析 

1.1务农年限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 

考虑到短期务农劳动力耕种经历相对少,此处重点探讨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机理(图 1)。有学者指出,从事

农业生产时间较长的劳动力,年龄也更大
[26]
,长期务农意味着劳动力年龄普遍偏大,其人力资本存量,比如知识技能、文化水平和

健康体力等也应与老龄化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变化周期相类似。即与短期务农劳动力相比,长期务农劳动力虽然务农经验更为丰富,

但其劳动能力下降[27]、认知能力有限[28]和学习能力不够[29]等弱势也同样显现。而生态耕种的采纳势必要求学习新的耕种知识,掌

握新的耕种技能,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就会进一步放大长期务农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弱势,从而抑制其生态耕种采纳度。此外,长期务

农户的耕种习惯在短期内难以改变,这也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其生态耕种的采纳动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具有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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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作用机理 

1.2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 

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至少存在 3 条路径(图 2)。(1)信息获取路径。邻里交流因传递路径短、效率高等特

点,使其在信息初始传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30],已成为农户间信息沟通与分享的重要方式之一。邻里交流可通过信息获取路径破

解农户的信息约束,降低信息搜索成本,进而改变农户的行为决策[23]。因此,借助邻里交流,农户能有效获取生态耕种信息,降低信

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成本,从而对农户采纳生态耕种产生积极的影响。(2)互动学习路径。邻里交流也是农户间相互学习的重要

途径之一,交流形成的互动学习效应,不仅影响着的农业生产效率,也对农户技术采纳意愿产生深刻影响
[31,32]

。因此,农户可能通过

模仿或请教邻里的生态耕种行为,掌握生态耕种的操作原理及要领,进而提升其采纳意愿和落实采纳行为。(3)帮工支持路径。农

业生产行为往往受到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影响[33],青壮年劳动力的规模化转移加剧了家庭有效劳动力的短缺[34]。而邻里交流为农户

寻求务农帮工支持提供了契机,通过换工或请工等方式获得邻里帮工支持,进而解决家庭有效劳动力不足的难题,这对提升农户

生态耕种采纳度起着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具有积极影响。 

 

图 2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作用机理 

1.3邻里交流对长期务农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调节作用 

前文分析了长期务农劳动力在劳动能力、认知能力与学习能力的弱势是制约其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因素,而邻里交流则可能

通过帮工支持、信息获取和互动学习等路径提升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由此,邻里交流的完善也有可能缓解长期务农带来的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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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进而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起着积极作用。其原因有 3:(1)针对长期务农劳动能力下降的现实困境,邻里间的积极交流为农户

寻求有效劳动力支持,解决劳动能力不足难题提供了可能性。(2)长期务农劳动力因年龄偏大,对生态耕种认知水平相应较低,而

频繁的邻里交流恰好能够传播与普及生态耕种信息,分享耕种经验,从而提高长期务农劳动力的认知水平与采纳信心。(3)针对长

期务农劳动力学习能力不强的问题,邻里间紧密的交流一方面为生态耕种信息的传播与劳动力互动学习提供了前提条件,另一方

面,通过交流与沟通,农户间产生的互动学习能够解决生态耕种遇到的新问题,进而突破长期务农对生态耕种采纳在学习能力上

的约束。另外,农户也可能从邻里中获取生态耕种所需的资金与物质支持,提升其生态耕种采纳的风险承担能力,进而改善对生态

耕种的采纳动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邻里交流的完善能够缓解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负面影响。 

考虑到邻里交流具有不同维度的内涵解释,其调节作用也可能存在差异。有学者基于博弈视角,从交流收益、交流范围和交

流成本 3 方面探讨了农户间交流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35],也有研究指出交流频率在邻里关系的农户互动中表现的最为密集[31],但

邻里交流程度未能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起显著作用[23]。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4:不同维度下的邻里交流对长期务农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 

2 数据、变量与模型 

2.1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18年 1～3月开展的《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认知与行为》专题抽样调研,江西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产

区,也是国家推行农业绿色生产的重点区域,在研究农户生态耕种方面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课题组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

合的方式选取样本农户,具体抽样步骤为:首先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粮食生产情况在 11个地级市中选取 4～5个县(区),在每个县

(区)随机选取 2～3个乡镇,再在每个乡镇随机选取 1～2个村,最后在每个村选取 10～15户水稻种植户,如图 4所示,此次调研地

点多为江西省典型的水稻种植区。此次调研采用访谈和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户主或是参与农业经营决策的家庭主要成员开展调

查,一共发放问卷 1600 份,剔除部分核心数据缺失或数据前后矛盾的问卷,得到实际有效问卷 1488 份,有效问卷率为 93.00%。问

卷内容主要有:(1)个体及家庭基本情况。包括受访者年龄、性别、务农年限、文化程度以及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家庭耕地资

源特征等。(2)农户对生态耕种的认知与采纳情况。包括农户对每一项耕种行为的采纳意愿和是否采纳等。(3)农户对生态耕种

的看法。包括耕地生产经营认知、生态耕种实施认知、政策安排等方面。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运用 SPSS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信效度检验,Cronbach’sAlpha 系数值 0.62>0.6,KMO 值 0.647>0.6,Bartlett 球型检验的显著性水平 sig<0.001,说明问卷

设计相对合理、数据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图 3邻里交流的调节作用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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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调研地点示意图 

2.2样本农户基本特征 

在1488份有效问卷中,男性人数将近女性的3倍。受访者年龄总体偏大,其中61岁及以上人数占样本总数的比例高达11.69%。

受访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以小学和初中为主,两者比重之和高达 82.87%。有超过 65%的受访者务农年限在 16 年以上,反映了大

部分受访者有较长期的务农经历。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的家庭与不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家庭的比例接近 1∶3,表明当前农村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兴起已成趋势。绝大部分家庭劳动力比重 2在 50%以上。家庭人均年收入主要集中在 2万元以下,大于等于 5 万

元以上比重最低。耕地的块均面积越大,所占比重越低,反映了研究区耕地破碎化现象明显,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有待进一步推

动。以上特征与江西省的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2.3变量设计与描述统计 

(1)因变量的选取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以往研究多引入虚拟变量作为因变量,为更全面的考察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借鉴已有研究思路[36],将

从生态耕种收益预期、推广意愿、宣传程度和培训情况 4个维度综合衡量。一方面,上述 4个维度遵循了生态耕种“动力-意愿-

行为-优化”的逻辑思路,以此为依据反映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各维度虽不能直接表征农户生态耕

种采纳度,但农户对不同维度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其采纳程度的变化。此外,生态耕种采纳意愿是采纳行为的先导,也是采纳程度衡

量的重要前提,三者虽然概念不一致,但依旧遵循了递进的逻辑关联。利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确定不同维度的权重,然后以四个维

度的线性组合后的加总量作为采纳度分值,详见表 2,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越大,表明其采纳生态耕种的意愿和行为的可能性越

强。经统计,样本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区间为[1,3.47],其中高于均值 2.15 的农户比重有 43.40%,说明近半数农户对生态耕种持

有积极的采纳态度,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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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样本农户基本情况 

个人特征 分类 人数 占比(%) 家庭特征 分类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1110 74.60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是 365 24.53 

女 378 25.40 否 1123 75.47 

年龄 

0～30岁 103 6.92 

劳动力比重 

小于 20% 9 0.60 

31～45岁 478 32.12 大于等于 20%,小于 50% 208 13.98 

46～60岁 733 49.26 大于等于 50%,小于 80% 858 57.66 

61岁及以上 174 11.69 大于等于 80,小于等于 100% 413 27.76 

文化水平 

小学 581 39.05 

家庭人均年收入 

小于 1万 502 33.74 

初中 652 43.82 大于等于 1万,小于 2万 603 40.52 

高中或中专 175 11.76 大于等于 2万,小于 5万 344 23.12 

大专及以上 80 5.38 大于等于 5万 39 2.62 

务农年限 

0～5年 226 15.19 

耕地破碎度 

小于 0.067公顷 866 58.20 

6～10年 168 11.29 大于等于 0.067公顷,小于 0.133公顷 397 26.68 

11～15年 108 7.26 大于等于 0.133公顷,小于 0.2公顷 152 10.22 

16年以上 986 66.26 大于等于 0.2公顷 73 4.91 

 

表 2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名称 指标 问题设定 回答选项 

农户生态耕种采纳

度 

收益预期

(0.2149) 

您认为实施生态耕种会增加农业收

益吗? 
不会=0,会=1 

推广意愿

(0.2522) 
您认为有必要大力推行生态耕种吗? 

没必要=1,不大必要=2,一般=3,有必要=4,很有

必要=5 

培训情况

(0.2202) 
您是否参加过生态耕种相关培训? 未参加=0,参加=1 

宣传程度

(0.3126) 
您认为生态的宣传与传播力度如何? 很小=1,比较小=2,一般=3,比较大=4,很大=5 

 

注:括号内数值为对应指标的权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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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变量的选取 

务农年限变量的选取:务农年限变量以受访者对问卷问题“您的实际务农经历有多少年?”的回答为数据来源。考虑到当前

农民兼业化已成为农村社会的突出现象,大部分农民不再全年从事农业生产,再参考已有研究对务农时间超过 1个月,即认定为劳

动力仍然保持着与农业直接联系的论断[1],本文务农年限是指农户一年中有一个月以上务农经历的年数,即如果个人一年的务农

经历时间超过一个月,即认定为有一年的务农年限。 

邻里交流变量的选取:由于邻里交流属于无法直接观测的变量,学者们通常采用代理变量进行量化处理。比如,有学者将“对

邻里的信息掌握”和“与邻里的互惠程度”作为邻里交往的代理变量[37]。也有学者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多维度构建综合指标,从

而更全面的反映农户间社会网络的内涵与特征
[4]
。本文首先将邻里交流变量划分为邻里交流频率变量与交流程度变量,其次采用

熵值法对邻里交流变量进行量化处理。其原因在于,邻里交流频率代表着农户间交流沟通的次数,是决定生态耕种信息有多大概

率进行传播的重要前提,邻里交流程度代表着农户间交流对彼此农业生产的影响大小,是决定生态耕种实施成效的重要考量因

素。而采用熵值法量化邻里交流变量,既保证了量化处理的客观性,也体现了邻里交流变量内涵的全面性,邻里交流变量数值越大,

表明邻里交流更为紧密,交流效果更佳。 

控制变量的选取:考虑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本文将控制变量归纳为 4个维度:(1)个人特征。相比女性,男性是务农的主要劳动

力;具备高文化水平的劳动力可能对生态耕种的认知更清晰;个人兼业程度的加深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降低,从事生态

耕种的可能性更低。(2)家庭特征。家庭收入是农户决定是否采纳生态耕种的重要考量;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更期望采纳

生态耕种提高农作物的附加价值;家庭人口资源越丰富,从事生态耕种的劳动力更充足。(3)自然条件特征。交通、地形条件可能

影响农户生态耕种地块的选择与种植规模;耕地破碎度越低,地块连接成片,则能为农户的生态耕种提供良好的自然条件。(4)政

策安排特征。政府通过拓宽生态耕种信息获取渠道、加强宣传推广力度以及组织农户参与耕种培训等,对提升生态耕种的社会认

知度、提高农户耕种技能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各变量的说明与统计性描述详见表 3。 

表 3变量定义与统计性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因变量 生态耕种采纳度 由熵值法计算得到 2.15 0.44 

核心变量 

务农年限 实际务农经历的年数 22.38 13.83 

邻里交流 由熵值法计算得到 2.89 0.90 

交流频率 很少=1,较少=2,一般=3,较多=4,很多=5 2.88 1.09 

交流程度 完全没影响=1,没影响=2,一般=3,有影响=4,有很大影响=5 2.92 1.14 

个人特征 

性别 男=1,女=0 0.75 0.44 

文化水平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以上=4 1.84 0.83 

生计类型 务农=1,务业为主兼业=2,务工为主兼业=3,务工=4 2.35 1.08 

家庭特征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年均总收入/总人口(取对数) 1.52 1.20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否 是=1,不是=0 0.25 0.43 

劳动力比重 劳动力人数/家庭总人数 0.66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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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特征 

道路便捷度 很差=1,比较差=2,一般=3,比价好=4,很好=5 3.04 0.96 

地形条件 平原=1,非平原=0 0.25 0.43 

耕地破碎度 耕地面积/耕地块数 1.08 1.33 

政策安排特征 

信息获取难度 很小=1,较小=2,一般=3,较大=4,很大=5 2.99 1.03 

宣传力度 很小=1,较小=2,一般=3,较大=4,很大=5 2.34 0.92 

参与培训与否 否=0,是=1 0.09 0.28 

 

注:“生计类型”划分依据为,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在 10%以内、[10%～50%)、[50%～90%)、[90%～100%]依次界

定为务农、农业为主兼业、农工为主兼业和务工. 

2.4模型设定 

考虑到因变量(Adoption)是由多个维度衡量的双向归并数据,其条件分布并非正态分布,因此采用针对归并数据更常用的

Tobit模型,其基本回归公式如(1)所示: 

 

(1)式中:i表示受访者个人;Adoption、Years、Neighborhood、Frequency、Degree依次表示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务农年

限、邻里交流、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Yearsi×Neighborhood表示务农年限与邻里交流的交互项;Yearsi×Frequency表示务农年

限与交流频率的交互项;Yearsi×Degree 表示务农年限与交流程度的交互项;Control 表示控制变量所构成向量的转置;ui为随机

扰动项。若前文假设 H1～H4合理,式(1)中β1应为负且显著,β2与β3应为正且显著,β4与β5的显著性应存在差异。 

3 估计结果与分析 

首先考察务农年限、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 4 方程 1;其次加入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变量,进

一步分析不同维度邻里交流的影响,其估计结果见方程 2;然后依次加入务农年限与不同维度邻里交流的交互项,再考察邻里交流

是否可以缓解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以及探讨不同维度缓解作用的差异性,上述估计结果分别对应方程 3 和方

程 4。经比较,4组方程的卡方检验值均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各方程整体拟合度良好。 

3.1务农年限、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 

(1)务农年限的影响。 

4组方程估计结果显示,务农年限在 1%水平上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务农年限越长,农户生态耕

种采纳度越低。据样本统计,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均值为 2.15(表 3),务农年限为 10年以下、10～20 年和 20年以上农户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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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采纳度分值依次是 2.22、2.17 和 2.11,可见随着务农年限的增加,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分值呈下降趋势,假设 H1 得以验证,

即长期务农确实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 

(2)邻里交流的影响。 

方程 1 估计结果显示,邻里交流在 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表明邻里交流的完善能够显著的提高农户生

态耕种采纳度,假设 H2 得以验证。此外,结果还显示了邻里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均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有正向影响,且分别在

5%和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无论是邻里交流频率或交流程度,都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起着积极作用。由于邻里

交流变量是由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经熵值法计算得到,上述结论也在一定程度检验了邻里交流变量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3.2邻里交流对长期务农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调节作用 

方程 3 估计结果显示,务农年限与邻里交流的交互项在 1%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邻里交流的完善确实能够缓解长期务农对农

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验证了假设 H3。一方面,由 H1 假说验证结果说明了务农年限越长,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

越低。另一方面,为便于比较,将受访者务农年限分为 10年以下、10～20年和 20年以上 3个区间,以交流程度大于其均值 3的农

户为例,不同年限的生态耕种采纳度分值依次为 2.28、2.22 和 2.14,均大于总体农户样本分值,这就说明农户之间的交流程度越

深,邻里交流越完善,对务农时间越久的农户而言,其生态耕种采纳度会加深,也进一步检验了邻里交流在此过程的缓解作用。 

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两个维度的邻里交流变量与务农年限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但仅有交流程度与务农年限交互项在 1%水

平上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两个邻里交流变量的调节作用具有差异性,进而验证了前文假说 H4。其原因可能

是,农户之间的交流越多,农户对生态耕种相关信息了解越多,但了解生态耕种并不意味着一定会采纳生态耕种,农户可能还会考

虑生态耕种的采纳风险与实施成本等,进而可能降低交流频率的调节作用。而交流程度变量本身就代表了农户之间交流的相互影

响程度,交流程度越大,农户跟随周边人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越大,也在缓解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负面影响的作用

更为明显。 

3.3控制变量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 

从表 4 可看出,在个人特征中,受访者的文化水平和生计类型变量均在 1%水平上分别正向和负向显著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

度。即受访者文化水平越高,对生态耕种优势的认知更全面,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更强,其生态耕种采纳度表现为更高,而若受

访者生计类型趋向非农生计来源,其对土地依赖程度将降低,采纳生态耕种的可能性更低。在家庭特征中,仅有家庭劳动力比重变

量在 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说明家庭有效的人力资源能促进生态耕种的采纳程度。在自然条件特征中,仅

有地形条件变量在 1%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生态耕种采纳度,即相对于山地地形,平坦地形能为农户提供规模经营和机械化耕种的

自然条件,进而提高农户采纳生态耕种行为的概率。在政策安排特征中,宣传力度变量和参与培训与否变量均是在 1%水平上显著

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若政府加大生态耕种实施的宣传力度,并组织农户参加技术培训,则能够提升生态耕种的社会认

可度,提高农户的耕种技能,并相应的降低农户的耕种风险与不确定性,从而提升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 

表 4务农年限、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影响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名称 

方程 1 方程 2 方程 3 方程 4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务农年限 -0.003*** 0.001 -0.003*** 0.001 -0.008*** 0.002 -0.008***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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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交流 0.048*** 0.009 
  

0.011 0.017 
  

交流频率 
  

0.016** 0.008 
  

0.004 0.014 

交流程度 
  

0.032*** 0.007 
  

0.007 0.014 

务农年限×邻里交流 
    

0.002*** 0.001 
  

务农年限×交流频率 
      

0.001 0.001 

务农年限×交流程度 
      

0.001** 0.001 

性别 0.029 0.018 0.031* 0.018 0.027 0.018 0.029 0.018 

文化水平 0.033*** 0.011 0.032*** 0.011 0.034*** 0.011 0.033*** 0.011 

生计类型 -0.024*** 0.009 -0.024*** 0.009 -0.025*** 0.009 -0.025*** 0.009 

家庭人均年收入 0.019 0.012 0.019 0.012 0.018 0.012 0.018 0.01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否 0.024 0.189 0.024 0.019 0.024 0.019 0.023 0.019 

劳动力比重 0.110*** 0.039 0.111*** 0.039 0.115*** 0.039 0.116*** 0.039 

道路便捷度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0.008 

地形条件 0.107*** 0.017 0.108*** 0.017 0.108*** 0.017 0.110*** 0.017 

耕地破碎度 -0.008 0.006 -0.007 0.006 -0.007 0.006 -0.007 0.006 

信息获取难度 0.005 0.008 0.006 0.008 0.005 0.008 0.007 0.008 

宣传力度 0.321*** 0.009 0.321*** 0.009 0.321*** 0.009 0.322*** 0.009 

参与培训与否 0.157*** 0.028 0.158*** 0.028 0.156*** 0.028 0.158*** 0.028 

最大似然值 -340.228 -339.552 -336.690 -335.719 

调整 R2 0.630 0.631 0.634 0.635 

 

注:①*、**、***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②数值为方程回归系数. 

3.4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首先将务农年限变量划分为“短期务农组(务农年限小于 35 年 4)”和“长期务农组(务农年

限 35年及以上)”两组,并依次赋值为 0和 1,替代前文务农年限的实际数值。其次,通过改变函数形式,采用 OLS回归模型再次估

计务农年限、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影响。表 5显示,一方面,无论是作用方向或是显著性,务农年限分组、交流频率、

交流程度以及彼此之间的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与表 4的结果基本一致;另一方面,OLS回归结果与 Tobit模型估计结果也保持一致。

以上两个比较说明,前文关于务农年限、邻里交流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影响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表 5稳健性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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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名称 

方程 1(部分方程) 方程 2(全方程) 方程 3(OLS回归)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务农年限分组 -0.062*** 0.022 -0.199*** 0.068 -0.191*** 0.068 

交流频率 0.015** 0.008 0.012 0.008 0.012 0.008 

交流程度 0.031*** 0.007 0.025*** 0.008 0.025*** 0.008 

务农年限×交流频率 
  

0.010 0.020 0.010 0.020 

务农年限×交流程度 
  

0.036* 0.019 0.034* 0.019 

其他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调整 R2 0.627 0.63 0.539 

对数似然值 -342.914 -340.307 - 

 

注:①*、**、***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②数值为方程回归系数.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农户作为生态耕种的重要实施主体,其生态耕种采纳度的研究不仅为引导农户采纳生态耕种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也为加强我国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提供新的研究视角。本文主要阐明了务农年限、邻里交流及其调节作用对农户生态耕种采

纳度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检验,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接近半数样本农户对生态耕种采纳持有积极的态度,但仍具备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2)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邻里交流,包括交流频率和交流程度,均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具

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3)邻里交流的完善能够缓解长期务农对农户生态耕种采纳度的不利影响,不同维度邻里交流的调节作用存在差异,仅有邻

里交流程度变量的调节作用显著。此外,文化水平、生计类型、劳动力比重、地形条件、宣传力度和参与培训与否等变量对农户

的采纳度也起着积极影响。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创新农户生态耕种培训与宣传推广方式,提升农户生态耕种认知与掌握水平,通过改善长期务农劳动力人力资本弱势进

而提高其采纳积极性。 

(2)搭建邻里交流平台,比如设立农业生产交流中心、生产互助小组,定期举行耕种经验分享会等,进一步拓宽邻里交流范围,

充分发挥邻里交流在劳动力支持、互助学习和信息获取等优势,从而提升农户生态耕种采纳程度。 

(3)针对长期农户劳动力,重点在于提高邻里交流的影响效果,建议构建生态耕种长效示范机制,发挥生态耕种采纳主体的示



 

 12 

范作用,增强邻里交流的有效影响与辐射带动,以此降低农户生态耕种信息获取与学习成本,进而增强长期务农劳动力从事生态

耕种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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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专业合作社,满足其中一种及以上类型的农户,即认定为是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 

2劳动力比重=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总人数,将年龄在 16～60岁之间的个体认定为家庭劳动力。 

3此处将交流程度算均值,选取大于其均值的农户作为分析对象。 

4此处以 35年作为长/短务农组的依据是样本农户务农年限均值为 35年。 


